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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生期抑郁多维风险评估工具研究进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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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

 

介绍目前国内外常用的围生期抑郁多维风险评估工具,总结各评估工具的评估内容、计分方法、适用时段等,为临床合理选

择评估工具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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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2015年对围生期抑郁

(Perinatal
 

Depression)更新了定义,提出围生期抑郁

是指从妊娠开始到产后1年内发生的以情绪低落为

主,伴有兴趣减退、注意力下降、苦闷、沮丧等症状的

心境疾病,包括产前抑郁和产后抑郁[1]。Meta分析

显示,发达国家围生期抑郁发病率为11.4%,发展中

国家为13.1%[2],而我国为17.4%[3]且呈上升趋势,
围生期抑郁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。现有

研究表明,围生期抑郁对母婴身心健康均会产生严重

的负面影响,甚至会引起自杀和杀婴行为[4-5]。及时

风险评估、早期识别高危人群并给予适当的预防措

施,可有效改善母婴临床结局[6]。围生期抑郁的危险

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、生物学因素、社会心理学因素

和产科因素等多个方面[7],多维风险评估工具涵盖生

物-心理-社会-产科等多个维度,较单维评估有更

好的全面性和系统性,可快速评估个体存在的多个危

险因素并确定其患病的风险程度[8]。本文就常用的

围生期抑郁多维风险评估工具进行综述,为临床合理

选择评估工具提供参考。
1 围生期抑郁风险评估普适工具

1.1 产前风险问卷(The
 

Antenatal
 

Risk
 

Question-
naire,ANRQ) 由 Austin等[9]研制的结构化自评工

具,用于评估与围生期精神障碍(尤其是抑郁和焦虑)
相关的社会心理学危险因素(尤其是早期和慢性的社

会心理压力源)并预测产后抑郁的风险程度。包含心

理健康史、病史、性与感情问题、家庭与社会支持水平、
与母亲和伴侣的关系、焦虑和困扰水平、压力7个维

度,共12个条目,条目采用5级评分(1~5分)、6级评

分(1~6分)和二分类计分法(是=5,否=0)3种计分

方式,总分5~62分,分数越高表示社会心理因素导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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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后抑郁的风险越大。Austin等[9]在澳大利亚的276
例研究中,以23分为界值,ROC面积为0.69,灵敏度

和特异度分别为0.62和0.64,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

测值分别为0.30和0.87。其他学者对ANRQ的临

床适用性进行探讨,但多数实证研究集中在澳大利

亚[10-12]。Ruyak等[13]在加拿大的研究以23分为界

值,未报道信效度。李青等[14]将其汉化,以22.5为

界值,总分<22.5为无风险,≥22.5为有风险,Cron-
bach's

 

α系数为0.783,内容效度为0.895。ANRQ
既可以评估危险因素,还可评估孕妇对危险因素的感

知程度,适用于早期和持续存在的围生期抑郁危险因

素评估,平均填写时间为5~10
 

min,有较好的便捷

性。但ANRQ的数据类型、计分方式较为复杂,不利

于临床简易操作。该问卷尚未在国内外大范围推广

应用,其临界值和临床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探讨。
1.2 产前心理社会健康评估表(Antenatal

 

Psycho-
social

 

Health
 

Assessment
 

tool,ALPHA) 是用于评

估与产后不良家庭结局相关的产前风险因素的结构

化问卷,有自评和他评两种形式。包含家庭因素、母
亲因素、物质使用和家庭暴力4个维度,共15项产前

社会心理危险因素,其中6项与产后抑郁相关[15]。
Reid等[16]研发他评版,使用者为临床医务人员。他

评版包含32个危险因素相关问题,Likert
 

3级评分法

计分(1=低风险、2=中风险、3=高风险),结果由评

估者主观评估、综合判断,通常在15~20
 

min完成。
Midmer等[17]将 ALPHA发展为自评版。自评版包

含45个危险因素相关问题,由Likert
 

5级评定量表

(1=非常多,5=完全没有)、二分类问题(否=0、是=
1)和开放式问题构成,得分越高说明发生不良产后结

局的风险越高。ALPHA表有两种版本,使用方便灵

活,适用于在产前阶段对可能产后家庭结局不良的孕

妇进行危险因素评估,但其数据类型、计分方式较复

杂,孕妇的风险程度由评估者主观判断,缺乏客观评

价的标准。其包含的15项危险因素中,仅6项与产

后抑郁相关,危险因素涵盖面较窄,具有一定局限

性[18]。且尚未有研究报告其信效度,目前没有学者

对其进行本土化研究。
1.3 孕产妇体验情境评估(Contextual

 

Assessment
 

of
 

Maternity
 

Experience,CAME) 由 Bernazzani
等[19-20]研制,是用于评估围生期情绪障碍(尤其是抑

郁)风险的他评工具。主要评估导致精神疾病风险的

两种脆性,即环境脆性(如缺乏支持和社会经济地位

低下)和心理脆性(如低自尊和无助)。评估方式是基

于孕产妇的文化背景和语境法对其进行访谈,根据访

谈结果评分。CAME有2个版本,一个为包含产后

访谈的产后独立版,另一个为包含产前和产后访谈的

完整版。产后独立版访谈约需1.5
 

h,完整版访谈约

2.5
 

h。其包含3个维度:①近期负性生活事件或压

力;②社会支持和主要社会关系的质量;③母亲对妊

娠、母亲角色和婴儿的感受。CAME条目由生活事

件和 困 难 量 表(Life
 

Events
 

and
 

Difficulties
 

Sche-
dule,LEDS)[21]、自我评价与社会支持测评量表(Self-
Evaluation

 

and
 

Social
 

Support
 

measure,SESS)[22]和
成人生活阶段访谈(Adult

 

Life
 

Phase
 

Interview,AL-
PHI)[23]等量表的条目调整后构成。每个条目均采取

Likert
 

4级评分法(1=显著,4=几乎没有/无)。考

虑到孕产妇感受的波动性,CAME的评估时段为产

前1年至分娩后1年。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,CAME
 

3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均在0.8以上[20]。在英、法、
美等国的跨文化应用结果表明,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

具有可接受的心理测量特性[19]。CAME通过访谈的

形式可深入了解孕产妇的妊娠体验细节,适用于产前

检查和产后访视时获取孕产妇的环境脆性和心理脆

性,但耗时较长,不利于在临床环境中便捷操作,且由

评估者根据访谈结果评分,主观性较大,对评估者资

质要求较高。目前未有学者对其进行本土化研究。
2 围生期抑郁风险评估专用工具

2.1 产后抑郁预测量表(The
 

Postpartum
 

Depres-
sion

 

Predictors
 

Inventory-Revised,PDPI-R) 由

Beck基 于3个 产 后 抑 郁 危 险 因 素 Meta分 析 结

果[24-26]及产后抑郁的预测库[24]研制而成,经多次应

用及验证最终发展成PDPI-R[27-28]。PDPI-R分为产

前和产后2个版本,可通过自我报告和访谈两种形

式对孕产妇进行评估。该量表包含婚姻状态、社会

经济状况、自尊、产前抑郁、产前焦虑、非计划妊娠、
抑郁史、社会支持、婚姻满意度、生活压力、照顾婴儿

压力、婴儿气质和产妇忧郁13个危险因子,采用二

分类法计分(否=0,是=1),量表得分越高,产后抑

郁危险因素越多,发生产后抑郁的危险性越大。其

中产前版本涵盖10个危险因子,共32个条目,总分

0~32分;产后版本包含所有13个危险因子,共39
个条目,总分0~39分。该量表的Cronbach's

 

α系

数为0.833[27,29]。PDPI-R在国外应用较广泛,意大

利、韩国、墨西哥和葡萄牙等国家均有学者对其进行

本土化研究和应用,证实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[30-33]。
张柳[34]将PDPI-R进行文化调适,结果显示产前和

产后版本的最佳临界值为4.5和5.5,Cronbach's
 

α
系数为0.68和0.71。PDPI-R具有格式简短、简单

易用、作答方便等特点,适用于产前和产后早期对孕

产妇进行产后抑郁风险预测,但其临界值、最佳评估

时机尚未有统一标准,且随着新的危险因素不断暴

露,尤其是我国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后,应定期对该量

表的危险因素进行更新。
2.2 妊娠风险问卷(Pregnancy

 

Risk
 

Questionnaire,
PRQ) Austin等[35]研制的产后抑郁危险因素筛查

自评工具。包含12个维度,分别为母亲对妊娠的态

度、儿时母亲的育儿体验、虐待史、抑郁史、抑郁对社

会心理功能的影响、是否治疗、来自于伴侣和母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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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感支持、其他支持、妊娠期间的压力、焦虑特质、强
迫特质和自尊。该问卷共21个条目,18个产前条目

和3个产后条目,采用5级评分(1~5分)、6级评分

(1~6分)和二分类计分法(否=1,是=5),总分18~
145,得分越高表示社会心理因素导致产后抑郁的风

险越大。以46分为界值时,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

0.44和0.92,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23%
和96%[36]。PRQ的条目数较少,适用于产前检查和

产后复查时进行快速评估,但目前应用研究较少、缺
乏大样本的信效度检验,未有学者将其汉化。
2.3 孕产期心理相关危险因素筛查表 由吕军

等[37]研发的自评量表。包含生理、心理和社会功能3
个维度。孕期和产后筛查表各32个条目。孕期筛查

表以51/52为界值,3个维度及总体Cronbach's
 

α系

数0.376~0.666;产后筛查表以44/45为界值,3个

维度及总体Cronbach's
 

α系数0.531~0.735。经在

国内初步应用,产后筛查表的Cronbach's
 

α在0.7以

上,其他信度指标均接近0.7[37]。该筛查表是唯一一

个涵盖生理-心理-社会3个维度的多维风险评估

工具,适用于整个孕产期筛查,尤其适用于孕早期建

立心理档案时的评估。总体上,该筛查表信效度较

好[38],但进一步的推广应用仍需大样本临床验证。
2.4 布里斯班指数(Brisbane

 

Postnatal
 

Depression
 

Index,BPDI) Webster等[39]研制,用于筛查产妇产

后抑郁危险因素的自评工具。BPDI分为产前和产后

两部分,分别在第1次产检和产后访视时完成。其由

4个亚量表(社会支持量表[40]、分娩满意度量表[39]、
忧郁得分量表[41]、布里斯班母婴量表[39])和与家族精

神病史、精神病史、母亲产后抑郁史、本人产后抑郁史

相关的问题构成。BPDI每个维度的权重和计分由该

维度的危险因素与产后抑郁的相关性量化而得,总分

0~21分,≥6分认为有产后抑郁的风险。经验证,以
6分为临界值时,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47.5%和

88.5%,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39.6%和

91.4%[42]。BPDI对确定产妇的社会心理需求有益,
在产前和产后2个时期均可筛查产后抑郁的危险因

素,尤其适用于有抑郁史或抑郁家族史的孕产妇,但
其灵敏度和阳性预测值偏低,不适合作为预测工具使

用。
3 小结

上述评估工具均可评估围生期抑郁的发生风险,
但最佳的评估时间及频次值得进一步探讨。临床实

践中应根据病情复杂程度和个体差异性,结合具体的

临床情境,充分考虑工具的特异性、信效度、简易性和

实用性等选择应用。现有的围生期抑郁多维风险评

估工具中,国外的工具居多。由于人群特征和文化背

景的差异,其危险因素不完全适用于我国。我国人群

特有的危险因素(如婆媳关系等)没有纳入,国外工具

在国内使用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因此,应根据我国

国情研制适合我国人群和疾病特点的围生期抑郁多

维风险评估工具。在各个维度中,多维风险评估工具

多针对社会、心理维度进行评估;单个危险因素中,精
神病史、社会支持、妊娠期间的焦虑、压力等因素被提

及的频率较高。且围生期抑郁的危险因素处于动态

更新的状态,风险评估工具纳入的危险因素也需相应

更新和完善,目前仅PDPI-R提出根据新发危险因素

对工具自身更新的理念。各维度、各危险因素对围生

期抑郁的发生风险权重不同,因此未来应基于危险因

素的权重构建更为系统、全面的多维度、多因素综合

围生期抑郁风险评估体系和评估模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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